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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交通对 20 世纪贵阳城市发展的影响 

鲍成志
1
 

(四川大学，四川 成都 610065) 

【摘 要】：在 20 世纪中叶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铁路交通发挥的作用十分引人注目。尤其是在一些内陆腹

地城市，这一现象更为突出。以西南地区的贵阳为例，如果从铁路交通的视角来审视这座内陆区域中心城市，会发

现其现代化呈现出一种渐进式状态:即没有铁路、铁路开通和铁路成网三个阶段，能大体对应出现代化曲折缓慢、促

进发展和加速推进的运转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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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芒福德在其《城市发展史》中曾断言，近代以来产生新城市的力量是矿山、工厂和铁路。1 当工业革命在西方城市

蔓延的时候，铁路的加入使得人口、货物、技术等流通更加迅速，给沿线城市发展带来新动力。中国的铁路交通于清末肇始，至

20世纪 40年代末，在大约半个多世纪时间里，铁路的开通促成了中东部诸多城市，如哈尔滨、石家庄、郑州、汉口乃至于上海、

天津、广州、大连、青岛等的快速崛起。而广大西部内陆区域，尤其是群山环绕的西南地区，则受地理环境条件限制几乎无缘于

铁路交通，城市发展自然也深受影响。西部地区城市发展的不利状况，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加大对西部内陆铁路建设后才开始

有显著变化。20世纪 50年代，伴随着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正如费正清所观察的那样，中国“总计铁路线长

度翻了一番以上，几乎所有的新线都建于内地。……除宝成铁路外，这些铁路还包括连接内蒙古包头与新疆的铁路，四川省内的

成渝铁路，以及甘肃、内蒙古和贵州境内的主要铁路”。2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西部内陆区域的城市现代化才终于翻开了新篇

章。 

一、铁路开通前贵阳城市发展之困境 

贵阳的形成与发展历史，总体而言与其独特的交通地理条件紧密相连。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尽管历代王朝统治者基于疆域控

制而对贵阳所处之地一如既往地重视。战国时秦昭襄王三十年(前 277年)即以“楚巴、黔中地”置黔中郡，汉代武帝在平定“南

夷”后于此设牂牁郡，唐代推行“羁縻州”制而于此分建矩、清等羁縻州，宋太祖时这里被敕书为“贵州城”，元代改贵州城为

“顺元城”升至八番顺元都元帅府驻地，明清两代继明洪武四年(1371年)贵州卫设立、永乐十一年(1413年)升格为贵州承宣布

政使司治所、隆庆三年(1569年)改新迁程番府为贵阳府之后一直作为省城建制而存在。3但究其城市发展的要旨而言，在元代之

前，这里因显著受制于区位偏远、山高水险、交通艰难，长期只能算是维持在一种较低的发展姿态。据《宋史·蛮夷传》记载，

唐宋时期所设羁縻州“每三二百户为一州，州有长”，“无固定治所，寄治于山谷间”，“无城郭，散处村落”，“无壁垒，官

府惟短垣”，
4
严格说这种状态并不能算作城市。 

古代贵阳城市发展较为典型的局面出现在元明清时期。起因即在于元朝统一中国后，统治者基于管控辽阔疆土的需要而广

通驿道、大兴“站赤”，始建“顺元城”且修筑了通往湖广、云南、广西、重庆等地的多条驿道。这些国家级干道的开通，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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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了贵阳城市的交通运输，将其纳入到全国驿道交通网络，改变了这里之前的闭塞状况，为之后贵阳城市迎来较大发展奠定了

初步基础。3明清之际，贵阳正是凭借着作为“万马归槽”“东进西出、南来北往”要害地方的便利驿道交通的强力支撑，才最

终实现了贵州建省和作为省城城市的全面发展。到鸦片战争前后，贵阳已经成为一座可以代表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从多元

层面影响和制约贵州全省的中心城市。 

然而，依托四条主要驿道汇集的有利交通条件而兴起的贵阳，城市发展到了近代却又遭遇新的问题。“1840 年之后，进入

近代的中国在西方列强的武力胁迫下被强行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和交通运输网络中，原有的交通与城市发展基本格局

被打破，整个国家逐渐由封闭走向开放。西方先进的交通运输文明和新型交通工具大举传入中国，使中国传统交通运输的运力、

运道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从沿海到沿江，再到内陆腹地，全国范围的交通状况发生显著变化，从而对城市的发展造成深刻

影响。一方面，新型交通的广泛兴起使沿海、沿江、沿路等许多城市因其具有便捷的轮船、火车、汽车等新型交通运输条件而迅

速发展壮大起来;另一方面，新型交通逐渐取代传统交通，也使一些传统交通枢纽城市因不具备新型交通的有利条件而陷于停顿

甚至走向衰落。”5显然，这样的残酷现实对于深处内陆腹地的贵阳而言，无疑是相当不利的。 

贵阳地处内陆腹地，既不临海也不沿江，内河航运条件又极差，因而新型交通中的轮船运输不可能发展起来。陆路交通中的

公路与铁路的发展，又因周边高山险阻、流水湍急而举步维艰。尤其是对近代城市发展至关重要的铁路交通，发展更是一波三

折。从清末贵州省内部分绅商发起组织“贵州铁路矿务总公司”、贵州巡抚奏请兴筑贵渝铁路无果，6到北洋政府时期与外国合

作动议的沙兴铁路方案、钦渝铁路方案和柳渝铁路方案等的流产，6再到孙中山先生《实业计划》拟定黔桂铁路规划的无疾而终，
7清末民初贵阳修筑铁路始终处于水中月镜中花的境况。直至 1939年，国民政府出于抗战需要方决定动工修建黔桂铁路，但进展

极为缓慢，1943年 6月才通车贵州独山，1944年 3月勉强通车到都匀，8直到近代结束时也未修通到贵阳。近代贵阳城市发展，

由于始终未能修通铁路而深受影响。时至贵阳解放时，其城区面积仅比清代略有扩大，市内街道多是碎石路和沙土路，路面凹凸

不平，没有完好的排水设备，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难行;街道两旁的房屋破旧不堪，新式建筑寥寥无几，最高的楼房不过三

层;街上路灯稀少，没有公共汽车。9通往外地的公路仅有四条主路及两条支线，全长约 273公里，全是砂石路面，坡大弯急，路

面狭窄，对外经济联系和城乡经济交流十分困难。10很显然，近代结束时的贵阳“整个城市仍与现代城市有很大距离”。11 

事实上，近代不通铁路的贵阳其城市发展困境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 11月贵阳解放，揭开了其城市发展的历史

新篇章。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贵阳的城市系统尽管在公路交通的配合下得以正常运转，但无可回避的是，此时的公路交通已

明显无法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和“一五计划”实施中给贵阳城市发展注入强大工业化动力的情况下。

在此期间，工业发展所需的“大批物资仍然不能及时运走，特别是一些大型机器、设备，汽车根本‘吃不动’”，(14)这成了贵阳

城市发展的重要阻碍。如何解决这一遗留问题，成为摆在新中国贵阳建设者面前的当务之急。针对贵阳实际而言，“恢复铁路”

极其重要，实质上就是应尽快开通铁路，依托强大的铁路交通来破解当时贵阳城市发展的瓶颈。 

回顾贵阳城市发展与交通变迁之间紧密联系的历史，可以清楚发现，明清时期贵阳城市的兴旺发展正是得益于四通八达的

驿道交通的助力，而近代以来城市现代化之所以陷入尴尬困境，本质上则与缺乏铁路开通密切相关。不通铁路的贵阳，由于得不

到强有力的现代交通作支撑，难以与外界进行大规模有效的互联互通，不能将引进的技术与本地的经济社会有效衔接，无法创设

安稳的空间与环境，为现代工业技术和企业人才提供扎根的土壤，自然城市现代化进程就比较艰难。 

二、黔桂铁路开通与贵阳城市现代化 

新中国之下的贵阳城，要想尽快开通铁路，破解城市发展瓶颈，一个最优的方案就是复筑国民政府时期曾部分开通、后又被

毁坏殆尽的黔桂铁路。事实上，新中国的建设者们也正是这样选择的。 

1958 年底，在现实的殷切期盼中，历经许多艰难险阻，黔桂铁路终于全线贯通，贵阳自此结束了不通火车的历史。这座矿

产资源丰富的省域中心城市，开始拥有了强大的发展动力，“黔桂铁路铺轨到贵阳是件大喜事，在政治经济上都有很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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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铁路，工业化是不可能的，大机器运不进来，建筑器材也运不进来，大批农产品也不能很快运出。现在铁路通了，将大大推

动贵州的建设”。12事实也正是如此。在 1965 年贵阳其他几条铁路干线修通以前，黔桂铁路是贵州省通向华中、华南、华东的

唯一铁路通道，对贵阳城市现代化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 

首先是推动了城市规划项目的确定和逐步完善。新中国成立之初，贵阳的城市规划因经济薄弱和城市管理系统的缺失而有

所搁置。1954 年，随着黔桂铁路复筑计划的起步和“一五”前期贵阳城市建设速度的加快，贵阳市城市规划项目得以重新提上

议事日程。重点以贵阳市绿化系统工业布置及铁路改线示意图为参考资料，形成了规划草案。1955年，贵阳铁路建设提前施工，

为使规划能与铁路线和车站的布置相配合，贵阳市建设局对规划草案进行完善，并于 1956 年完成贵阳市城市初步规划。13该规

划方案确定了贵阳的城市性质及城市规模，在具体规划措施上，依据黔桂铁路线的布局走向，建议将铁路线向南迁移，将飞机坝

北部区域划为生活区，以避免铁路将城市生活区分成两截，限制城市的未来发展。
14
在进行城市规划的同时，考虑到铁路的运输

效能最大化和工业发展，政府还对新建工业项目进行了选址规划，完成了贵阳火力发电厂等地方工业项目的初步确立和土地划

拨等工作。黔桂铁路开通后，贵阳城市规划方案续有修改完善，原则上确定了工业布局、城市规模以及交通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等问题，反映出这一时期在铁路带动下，贵阳建设项目增加，工业迅速发展和城市规模扩大的趋势。13经过修改完善城市规划方

案，从理论层面为贵阳后来的城市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指导的可能。 

第二是黔桂铁路自身的大运能，在通车后极大改善了贵阳城市的交通通达性，带动了大规模资源调配和人口迁移。城市发展

需要保证市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由于运输的急迫需要，黔桂铁路通车贵阳的第二天就开始投入使用，“刚刚开始办理货运业

务的火车，昨(30)日赶运了大批年节副食品和其他生活用品到贵阳，其中有三十多吨人们喜爱的糖果，三十吨婴儿需要的奶粉，

还有一批蜜甜酒和其他日用品等。有关物资部门正在积极搬运，以便及时供应群众需要”。15据统计，1959—1960年，贵阳累计

完成货物发送 331万吨，是 1941—1944年四年间柳州都匀段货物运输量的 306.48%。1961—1964年柳州铁路局贵阳分局管理时

期，恰逢国家困难和调整的特殊时期，但经过努力，黔桂铁路累计仍然完成货物发送量 310.9万吨。
16
对于贵州这样一个少数民

族重要的聚居地来说，黔桂铁路便利运输条件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许多民族地区今后工业的建设，将会突飞猛

进。同时通车后，由于土特产能够大量外运，少数民族人民的收入也就必然大大增加，这也有助于少数民族物质生活水平的显著

提高。”17不仅如此，黔桂铁路开办货运后，当地交通资源分配也更加趋于合理化，原来行驶在贵阳到都匀之间的汽车，已可以

腾出空间来担负其他公路的运输任务。在节约运费方面，数量也颇为可观，“据有关部门计算，我省每年运进运出的物资，在都

筑段由汽车改为火车运输后，仅运费一项，一年即可节约四千七百八十八万元，如果买成大米，足够八十万人吃一年零八个月又

二十五天”。(22)同时，由于火车货运量的增加，城市外缘地带得到带动发展。贵阳周边的倒岩路、舒家寨、二戈寨等地形成了新

的市街，与市区油榨街等地连成了一片。9在客运方面，1959年贵阳站与全国的铁路站点办理直通客运业务，开行贵阳到柳州旅

客列车一对，年旅客发送量 140.6万人次。16大量的人员流动不仅给贵阳的城市建设带来了人才资源，同时促进了城市公共交通

事业的发展。1958 年，贵阳城市公共交通的营运车辆数为 47 辆，黔桂铁路通车后的 1959 年，车辆数猛增至 71 辆，增幅达到

50%，并在 1965年前始终保持在 80辆左右的数目。18 

第三是黔桂铁路通车贵阳的时间点恰逢社会主义探索阶段的重要时期，它作为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重要工具在这段时间内

发挥了巨大作用。黔桂铁路通车后，贵阳兴起了一股大办工厂的热潮，涉及煤炭、电力、轻工业等多领域。按照当时贵州省政府

的要求，工业生产要做到全面铺开，遍地开花，力争在“二五”期间建成电力网、交通运输网、化肥网等工业网络。虽然由于目

标的冒进，最终导致国民经济发展受阻，工业建设也遭到破坏，但是这也在客观上给贵阳城市的交通状况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改

善，工业发展也有进步。在这一时期，贵阳相继完成了城市几条干线道路的建设与修复。如铁路通车贵阳，于是辟建了邮电大楼

至火车站的遵义路，将火车站与市区的中华南路相连接，成为火车站入城大孔道;1960年修建的解放桥至五眼桥的解五路，也改

善了市区的道路交通。这些城市道路的修建，改变了贵阳的城市面貌，对城市现代化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同一时期，在黔桂铁

路对货物资源流通的支持下，贵阳的工业建设进入“大兴土木”的时代，不论在市区或郊区兴建的厂房随处可见。这时的厂房建

设已从过去的砖木结构转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厂房车间都建得高大并向高标准发展。19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贵阳棉纺织厂加速建

成投产，贵州省内第一座炼钢转炉、第一台轧钢机等相继问世，贵州铝厂、贵阳钢厂等项目上马，贵阳电机厂、贵阳针织厂等工

厂也开始动工兴建。这些事实足以证明贵阳城市工业的大幅进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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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桂铁路不仅推动了贵阳的工业发展和城市变化，贵阳四郊的集镇也因火车站点的设立和运输条件的补充而受益。较为典

型的是孟关镇与烂泥沟，它们成为工业化的覆盖区域。孟关位于贵阳东南部，原名孟官堡，明代时即为百户所，清代属贵筑县南

下里。民国时，孟关设镇，纯属乡场，以农业为主，兼营商业。黔桂铁路通车后，在孟关设立谷立火车站，孟关逐渐发展成为贵

阳的新兴工业区，卫生院、中小学等基础单位因人口增多而相继设立，成为发展状态较好的小城镇。烂泥沟位于贵阳西南部，民

国前属于民间贸易交换地点。铁路开通后，将烂泥沟与贵阳火车西站联系了起来，因该区域本身煤矿藏量丰富，铁路交通带来的

强大运能，使得烂泥沟成为很有发展前途的工矿区。9 

初步来看，黔桂铁路通车贵阳后，不仅大大缓解了贵阳交通运输紧张、落后的状况，强化了贵阳作为省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的地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有效促进了区域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改观了当地“人无三分银”的刻板印象，明显加快了贵阳城市现

代化进程。 

三、铁路网络形成对贵阳城市的多维影响 

黔桂铁路修通贵阳后，对贵阳城市现代化产生初步的推动作用。然而，若从发展全局来看这其实还远远不够。正如当时的

《贵州日报》所言:“是不是我省货运问题从此就没有问题了呢?不是的。黔桂线货运通车到贵阳，只是我省货物运输情况改善的

开始。这里我们不去说其他方面的线路，例如川黔、滇黔等方面的线路和我省内地的运输，就是黔桂线本身也还有问题。”20山

穷水复、曲折蜿蜒的交通状况，始终是制约贵州省域经济社会发展、导致城市陷入落后、欠开发困境的重要原因。所以，构建铁

路的快速通道网，令山地高原变得便捷，能够沟通内外，从而实现脱贫致富和跨越式发展，一直都是贵州的夙愿，也是一种治本

的举措。从这个角度来说，黔桂铁路通车只算是第一步，以贵阳为中心向东、向西、向北与省外的联结，都还需要改变只能依靠

公路交通的现实。 

其实，贵州的这一宏愿正好与当时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相契合。早在新中国成立伊始之际，中央政府即把西部的铁路交通建

设纳入国家工作的重要议程，用周恩来总理的话说:“要发展西北，要帮助西北民族文化的发展，首先的问题是修铁路，最大的

目标就是跟新疆通起来，并和内蒙古贯穿起来。西南也是这样，不但成渝铁路要修起来，汉东的两条铁路还要连起来，铁路要通

过去，通到贵州、云南，另外还要通到湖南、广西，这样把西北、西南贯穿起来，西北、西南才能发展”。21正是在国家这样的

大布局背景之下，贵阳的铁路建设于黔桂铁路通车后继续加快推进。循着“先取川黔，次取贵昆，攻坚湘黔，开工支线”的基本

思路，1965年，在“三线建设”如火如荼之际，北向的川黔铁路建成通车，次年贵昆铁路通车，1975年，湘黔铁路也正式投入

使用。至此，贵阳成为四条铁路干线的交会点，夺得了西南地区铁路网的重要枢纽位置，并在同一时期公路与航空事业发展的紧

密配合下，迅速构建起铁路、公路、航空等立体交叉较为充分的对外联络网络，使其现代工业城市的基本特征开始凸显出来。 

四条铁路干线交汇于贵阳，意味着贵阳开始完全融入到全国的现代交通网络系统中，其城市的区位优势大大增强，运输能力

得到进一步提高，辐射范围更加广泛，经济社会效益显著增长。最直观的参照就是客货运输量，这对展现贵阳工农业生产和城市

发展状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铁路枢纽网络构建完成后，贵阳发送旅客人数增长了 3—5倍，省内大宗物资和矿产资源的运输数量总体上升，受当时的形

势所影响虽然出现一些波动，但调整恢复后，1980年的发送量已经是 1965年的 3倍左右，到达量业已翻了一番。畅通的铁路网

络使贵州与外省的交流变得更为频繁，巨大的运输量也是资源互通调剂的重要显现，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支撑。例如，贵阳

市郊的倒岩路-二戈寨片区在黔桂铁路通车后即得到一定程度的带动发展，贵阳枢纽形成后，该片区围绕铁路运输，开办了铁二

局砖瓦厂等许多企业，加上因储运货物而设立的若干仓库和转运机构，最终发展成为贵阳重要的交通运输转换基地，铁路与城市

发展双向互动的效果极为明显。9 

贵阳铁路枢纽投入使用的时间，正赶上国家“三线建设”的重要时期，便捷的铁路交通为大批三线企业迁入贵阳地区提供

重要保障，进而又对城市建设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贵阳的三线企业有代表性的如贵阳仪器仪表工业公司、铁道部贵阳车辆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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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电线厂等，其中贵阳电厂因为运输条件的改善得以扩建，有效满足了贵阳城乡生活与工业对能源的需求。同时，因城市周边工

业建设铺开，一些相对独立的卫星工业城镇渐次形成，马王庙、甘荫塘、小河等工矿区都是在这时期建立的。在如此情形下，为

了能够便利沟通城区与郊县的联系，市政建设也加紧推进。由城中心区通往花溪、乌当、白云、小河的道路得以拓宽改造。其中，

贵阳通往花溪孟关的战备公路也开始修建。19另外，在“三线建设”中，大量企业的入驻还带动贵阳地区大规模的“科技移民”，

为数众多的科研机构、技术人才和企业职工来到贵阳工作，他们的到来不仅使城市的教育科研水平得到明显提高，医疗、市场等

城市基础事业也得到大幅度发展，成为贵阳城市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贵阳铁路枢纽形成后，四通八达的铁路交通使贵阳从地理空间上一跃成为区域开放型中心城市，便捷的交通运输带来人流

物流的大量涌入，工矿企业纷纷建立，这就给贵阳城市规划、建设以及管理等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三线建设”时期，囿于国

家当时倡导不建集中城市的总体思路，贵阳城市建设亦受到一定冲击，许多方面都陷入没有规划和管理混乱的状况。相关统计显

示，1978年前后，仅贵阳市的违章建筑便多达十万平方米。22城市管理的混乱，引发市民行路难、治安状况差等突出问题。改革

开放后，随着国家重新对城市各项建设事业进行综合部署，贵阳根据自身作为铁路枢纽的特点，开始按照更高要求编制城市发展

规划。1986年，《贵阳市城市总体规划》正式通过，确定贵阳的城市性质为贵州省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国家西南地

区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总体规划将发展工业生产作为城市工作的重点，协调好“骨头”与“肉”之间的关系，明确了贵阳城市

规模、发展路径及组团式结构的城市总体布局，统筹安排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提出了严格控制中心区，积极发展郊区小城镇

的城市发展战略。13在次级区域层面，编制了区县和小城镇的详细规划，编制集镇规划引导集镇发展，编制村庄规划引导农民建

房，呈现出城乡共融发展的趋势。 

在城市规划方案的指导下，贵阳城市土地开发利用趋于合理，作为城市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得到较

为全面的推进。这一时期，贵阳著名的贵州体育馆、贵州饭店等大型公共建筑，火车站、博物馆、文化宫等一批现代建筑，宅东

小区等一批居住小区渐次在市区建设起来。到 1985年底，贵阳全市城镇各类房屋共计达到 2276万平方米，比 1949年时增加了

16.5倍，人均居住面积从 2.4平方米上升到 6.3 平方米。18在城市道路桥梁建设方面，其间整修了观水路、青云路等 42条主次

干道，铺筑市区小街小巷沥青路面达 400余条，拓宽改造花果园、客车站等 5处平交路口工程，新建延安东路和瑞金北路，改建

太慈桥、市府桥及狮子桥等十余座桥梁，兴建贵州省第一座新型天桥——大西门人行天桥。18与城市道路桥梁建设相配套，各街

道路灯不断增设，继 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先后安装高压灯取代白炽灯，1981—1985 年，进一步对缺少路灯的街巷新立电杆千

余根，增置路灯 1400 余盏。到 1986 年，贵阳市区路灯线路总长 455 公里，路灯近 8000 盏。18上述道路桥梁工程的实施，不仅

一定程度上缓释了城市交通的压力，一些“卡口”堵塞的情况得到改善，同时也为振兴城市经济、发展旅游事业等增添了新的活

力，切实提高了贵阳城市现代化水平。 

随着城市人口的大幅增加，为提升城市的宜居品位，贵阳的广场建设大面积铺开。1960 年代后期，在火车站附近的遵义路

朝阳桥西头南辟地建成广场，取名“春雷广场”，这是贵阳的第一个广场。1983 年，对“春雷广场”进行扩建，平整其南侧场

地 9800平方米，绿化 5400平方米，北侧铺青石板面 84000平方米，绿化 2500平方米，南北园地均置有石凳石桌等设施，游人

甚多。1986 年后，在城区狭小的空地上又陆续新建一些小憩园，或栽种本地植物，或铺草坪花坛，或安置石凳石桌，供人观赏

或小憩。19贵阳的广场建设有利于市容的美化，使得贵阳更加符合“林城”的现代化城市形象。 

改革开放初期，贵阳市积极搞好城市给水工程，先后投资 6000多万元新建南郊和东郊水厂，改建和扩建中曹、河滨、延安

水厂，建设深水泵水站 4个，使全市自来水生产规模达到 45万吨，日供水量达 43万吨，人均供水量达每日 73升，大大缓解了

“吃水难”问题。
19
城市排水系统也基本形成，城区下水道总长 170 公里，南明河等主河道已作初步整治，河岸线 42 公里，其

中有 25公里已筑成浆砌毛石河堤。9城市供水排水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无疑也是城市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标志。 

还需要一提的是，贵阳铁路枢纽的形成带来人流量的大增，从而拉动城市公共交通的大幅度发展。到 1988年，贵阳公共汽

车营运数量已达 412辆，相比 1960年代初黔桂铁路通车期间，增幅高达五倍以上。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运行，

公共交通还出现了计程车、大客车等出租车业务。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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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贵阳铁路枢纽形成后，其城市发展随即跨入快车道。这一点还可以从贵阳历年工农业总产值的变化上得到清晰印

证。 

纵观 20世纪中后期不同阶段贵阳工农业总产值情况，产值在每一阶段几乎都处于增幅状态，而幅度还越来越大。分析个中

原委，不难发现，这些产值的变动与铁路交通的影响具有深度相关性:当铁路交通还处于单一线路和网络建设状态时，产值增速

较慢，而当铁路并网完成，贵阳成为西南地区重要的铁路枢纽时，工农业总产值开始呈级数型增长，速率远高于之前的时期。同

时，随着铁路建设的推进，工业和农业的产值比也发生明显变化，先是农业总产值高于工业总产值，到黔桂铁路开通时工业总产

值开始超越农业总产值，到四线并网成为枢纽后，工业产值的比重很快上升至占据绝对优势的位置，这是工业化与城市化推进的

一个重要标志。当然，这里也不能将贵阳城市发展过分归功于铁路交通的作用，否则就有夸大之嫌。但就其发展变化的具体情形

而言，则完全有理由认为铁路交通是贵阳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 

四、思考与余论 

罗斯托早在 1960 年代就曾总结说:“就历史的观点而言，铁路的引入是促成经济起飞最有力的关键性因素，它在美国、法

国、德国、加拿大和俄罗斯的经济发展中占有决定性的地位，在瑞典、日本及其他国家也占有极重要的地位。”23 这一论断无

疑是相当准确的。 

通观 20世纪中叶贵阳城市现代化进程，不难发现，相比于单一的黔桂铁路线通车贵阳所形成的结果，在东西南北多方向的

铁路成网、贵阳成为铁路交通枢纽以后，贵阳城市的闭塞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贵州城市间的工业联系相互强化，贵阳与省外城

市的资源互补性交流，贵阳城市规划与基础建设得到了全方位推进。“两条腿走路”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得以构建起来，即依靠自

身丰富的资源内力和外向的动力拉动迈向现代化。贵阳铁路枢纽的构建提升了贵阳城市的通道地位，便利了工农业产品的集散

和商业贸易的集聚，从而完善了城市市场体系的构建，加速了城市现代化的进程。即使在特殊的国家背景下现代化遭受到了一些

挫折，但有铁路网络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源，在国家的政策调整巩固后，城市现代化又能很快回归正轨，继续加速发展，展

现出极强的韧性。1949 年，贵阳城市人口约 21 万人，城区面积 6.8 平方公里。到 1988 年，城市人口已经达到约 146 万人，全

市建成区面积 85平方公里。18城区面积和人口数量的持续大幅度提升，是贵阳紧抓铁路交通推动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最好明证。 

进一步而言，构筑铁路网络与贵阳城市现代化发展之间的深度意义在于，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了经济社会落后的地区如何

修铁路以及铁路如何发挥作用，进而完善整个区域铁路网络的问题。贵阳引入铁路交通这一外来因素后，打断了其城市原先的发

展进程，产生了如人们所期望的结果。因此，对于贵阳来说，解决好“空间—距离—可达性”问题本质上是城市实现跨越式发展

的先决条件，贵阳城市的现代化某种意义上就是交通运输的现代化。(研究生高乾参与了本文写作资料的搜集整理) 

注释： 

1刘易斯·芒福德著，宋俊岭等译:《城市发展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 447页。 

2(美)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谢亮生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90年，第 160页。 

3(5)参见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贵阳通史》(上卷)，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绪论”第 2—5、47—48页。 

4(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第 14223—14225页。 

5(6)鲍成志:《近代中国交通变迁与城市兴衰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 3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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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8)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铁道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第 451、1页。 

7(9)王守文:《贵州铁路建设史话》，载《南明文史资料选辑》第 3辑，1985年。 

8(10)铁道部第五工程局新线铁路运输处史志编纂委员会:《新线铁路运输处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 70页。 

9(11)(23)(27)(30)(39)贵阳志编纂委员会:《贵阳志·建置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87、93、158—159、133、

94页。 

10(12)熊大宽:《贵州抗战时期经济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 69页。 

11(13)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贵阳通史》(中卷)，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 113页。4)1((22)《黔桂铁路全

线开办货运》，载《贵州日报》1958年 12月 29日，第 1版。 

12(15)《黔桂铁路正线铺轨完成》，载《贵州日报》1959年 1月 1日，第 1版。 

13(16)(18)(33)贵阳市城乡规划局:《贵阳市城乡规划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 34、35、59页。 

14(17)范松:《黔中城市史——近代化的艰辛历程》，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 216页。 

15(19)《火车运到大批副食品》，载《贵州日报》1958年 12月 31日，第 1版。 

16(20)(24)贵阳市志编纂委员会:《贵阳市志·交通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 284、285,278页。 

17(21)杨汉先:《为迎接火车通到贵阳而欢呼》，载《贵州日报》，1958年 12月 28日，第 3版。 

18(25)(34)(35)(36)(40)(42)贵阳市志编纂委员会:《贵阳市志·城市建设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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